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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１０—１３ 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僧侣往来与中西文化交流∗

杨 　 蕤　 　 　 田 　 文

摘　 要：宗教交流是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西域、河陇、河湟以及南亚、中亚等地

区的僧侣进入中原，或进行贸易谋利，或进行宗教活动，或充当外交使臣。 以佛教僧侣为主的宗教信徒以及西来的

婆罗门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教徒在陆上丝绸之路处于衰落低谷的背景下，行走于丝绸之路上，维系着五代、北宋

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丰富了中西宗教交流的内涵，彰显出沙门僧侣在沟通中西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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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学术界不大

关注的领域，这种局面概有多重缘由，但有两点必须

提及：一是帝都东迁后，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呈现

出衰落之态是不容置疑的，与汉唐时期丝路的繁荣

盛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是研究资料的缺略。 唐后

期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西北及西域地区的有效经营和

管辖，陆上丝绸之路的具体细节未能充分进入中原

史家的记录范围，无疑成为今人认识 １０—１３ 世纪西

北社会及陆上丝路状况的巨大障碍。 宋代史家及仕

宦文人对西北及西域地区的记录尤为稀少，根据笔

者粗略估算和统计，《全宋笔记》关涉西北地区的史

料文献不及全部资料的 ２％①，显然西北地区以及更

西的区域已非宋人关注的重点。 这无疑增加了梳理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史实的难度。 可喜的是，
近 ２０ 年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和相关文物考古资

料的刊布，以及近年来国内丝绸之路研究的 “回

潮”，学界逐渐揭开了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

神秘面纱，梳理出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归纳出时

代及地域特点，考订出一些断面性、细节性史实，为
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②即便这样，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中仍有不少薄弱环节尚待深

入探究，丝路僧侣就属此类论题。 本文在梳理汉文

史料及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拟就这一时期陆上丝绸

之路僧侣人员的构成与来源、僧侣活动的基本内容、
僧侣之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等内容略作探讨，尽
力呈现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僧侣的基本面貌，
以期对丝路史、宗教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有

所补益。

一、僧侣人员的构成及来源

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一书中指出：
“我国在唐末悟空西行，般若东来以后，国乱相寻，
西域道梗，佛教上中西交通几全断绝（仅唐庄宗时

有于阗胡僧来中国至五台）。 及至宋初，国威稍振，
而求法传道之事渐多矣。”③此论断也能获得文献资

料的佐证，在经历唐末的社会动荡和战乱后，从五代

开始确有僧侣活动于陆上丝路的信息。 笔者从《宋
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检索

出有近五十条关于丝路僧侣的记载④，虽在文献检

索中必有遗漏，但能大致反映出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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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宋元笔记中的西北民族史料整理研究”（１８ＸＭＺ０１２）；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项目。
作者简介：杨蕤，男，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田文，男，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博士生（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４１１



绸之路僧侣人员构成和来源的基本面貌，并可归纳

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来源广泛。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上

西来僧侣主要来自四个区域，即西域、河陇、河湟以

及域外地区（南亚、西亚）。 当然，也有一些中原僧

人西行取法交流，但史籍记载的数量较少。 在这几

个区域中，以来自西域和河陇地区的僧侣活动最为

频繁。 五代以降，西域及河陇地区呈现出群雄割据

的局面，党项、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其间，
西域地区则有高昌（西州）回鹘、龟兹回鹘、于阗、喀
喇汗王朝等割据势力。 这一政治关系情势亦可以从

僧侣在陆上丝路上的活动中表现出来，如于阗、西州

回鹘、龟兹回鹘⑤以及甘州回鹘、沙州、秦州回鹘、唃
厮啰等政权或势力曾以官方的形式派遣僧侣出使中

原。 域外地区的宗教徒远不如西域河陇地区僧侣频

现丝路古道，但还是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如文献记

载西州使臣与波斯外道以及婆罗门僧永世一同入

贡⑥。 这里的波斯外道指的是来自西州回鹘的景教

徒。 在宋代史料中，将景教称为“外道”⑦，与佛僧

无涉。 有迹象表明，在西夏的京畿地区亦有信仰景

教的信徒，⑧他们似乎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常客。 文

献还提及婆罗门僧人⑨，唐代文献中尚有不少“婆罗

门僧”的记载。 严耀中先生认为唐代的“婆罗门僧”
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婆罗门种姓出身的佛僧，但
有明确身份而被称为婆罗门僧的比较少；另一种是

能咒术或善医药之天竺异僧，当是传播婆罗门宗教

文化的婆罗门教徒，⑩即今天的印度教徒。 《宋史》
卷二〇七《艺文志》有《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应
是医药著作，证实婆罗门僧确实善医药。 宋代文献

中的婆罗门僧应与唐时情形大体相同，但具体是指

佛僧还是印度教徒，因信息极为有限，尚难明辨。
１０—１３ 世纪丝路僧侣来源地的地理范围不仅

覆盖了整个西北地区，还囊括了部分中亚乃至南亚

地区，由此也表明，即便在陆上丝绸之路较为冷清的

五代、北宋时期，西来僧侣仍不绝于丝路道上，甚至

不时出现远道而来的天竺僧人，例如后周广顺三年

（９５３），西天竺僧人萨满多入贡中原。在汉文史籍

中，根据地理方位将天竺分为五个部分：“天竺国，
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 去京师九千六

百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领南，幅圆三万里，
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西天竺

大致处于距离西域较近的区域，因此僧人萨满多应

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原。 于阗使臣曾言：“本国

去京师九千九百里，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

千余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余里。”文献中

婆罗门的地理方位大致与西天竺相同。 《续资治通

鉴长编》卷二十三记载了一位中天竺僧人法天到鄜

州译经传法，鄜州即今陕北延安地区，法天显然也

是从陆上丝路通道而来。
第二，名实俱备。 因受到地缘关系等因素的影

响，中原史官对于丝路僧侣的记述较为简略，但记述

的模式大致相同，不外乎三大内容，即“时间＋人物＋
事件”的模式。 具体讲就是僧侣的活动时间及所属

国、僧侣及使团、朝贡物品及目的等，即何时、何人、
何事。 虽然史籍中有关丝路僧侣的信息不过寥寥数

语，但多确载僧侣姓名法号，从中也能判断出僧侣的

身份。 例如来自西域地区的僧人有：满多、缚啰、法
渊、善名、善法、吉祥、智圆、密坦罗、义修、华严、法吉

祥、善称、阿俟忽伦、忽都兔王；来自河陇地区的有：
兴赍、惠崇、法胜、宝藏、正会、法仙、翟、哈尚、法光、
法会、惠藏；来自南亚等域外区域的有：萨满多、阿里

烟、号永世、智军、爱贤、智信、迦啰吃哆。 此外，还有

来自河湟地区的两名僧人景遵、马取逋厮鸡。 不少

西来僧人拥有自己的法号，如法仙、法光、善法等，但
也有几位僧人并没有法号，史料直示其俗名，如马取

逋厮鸡、阿俟忽伦、迦啰吃哆等。无论是来自西域

河陇地区的回鹘僧人，还是来自印度西亚的异域僧

人，多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法号。 另有一些法号为其

进入中原地区后所得，如景德元年（１００４），沙州僧

人惠藏请求宋朝赐予师号，得到宋廷的允诺。文献

中尚有比丘尼入贡的记录：“（景德）四年，又遣尼法

仙等来朝，献马。”这是北宋陆上丝绸之路比丘尼

活动的少有记录。
正因为丝路僧侣来源广泛，如何认定僧侣的身

份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就文献记载所

及，以上列举的僧侣基本为佛教僧侣，这一判断是基

于以下四点考虑：一是名号。 如前所述，多数僧侣有

明确的法号，即便没有法号的，文献也称其为僧。 二

是贡物。 西来僧侣所贡之物与佛教有关。 如乾兴元

年（１０２２），“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
梵夹为献”。 佛骨、梵经、菩萨像、菩提印多为此类

贡物。 三是活动内容。 西来僧侣或向中原政权乞赐

佛经和紫衣，或赴五台山等佛教名山瞻礼。 四是历

史背景。 除了摩尼、摩尼和尚、波斯外道等明确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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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僧侣外，容易引起学界质疑的就是文献中的于

阗僧人是否为佛教徒，因为这一时期的喀什、于阗等

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 笔者认为宋代文献中的于阗

僧应该是佛僧而非其他宗教徒，因为西夏时期东天

山地区或者说高昌回鹘所辖的范围内一直以佛教为

主，直到西夏灭亡，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 １１ 世纪

甚至到 １２ 世纪，于阗的宗教信仰仍以佛教为主，

五代及北宋时期回鹘及西域僧人频繁进入中原就是

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
第三，交流不绝。 从五代到北宋灭亡共 ２２０ 年

的时段里，僧侣不绝于丝路古道，最早的记录为后梁

贞明元年（９１５），最晚的记录发生在北宋重和元年

（１１１８）。 若以 １０３８ 年西夏建国为界，可以明显地

看出僧侣往来频次的差异：西夏建国前有 ３５ 次，建
国后则不及 １０ 次，这一特征与五代、北宋时期陆上

丝绸之路朝贡贸易的频次完全一致。 僧侣往来频

次的减少概有国家间外交及宗教政策等方面的原

因，但西夏崛起后，割据西北，影响了河陇及西域诸

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与交流，这也是一个不容否

认的事实，但即便这样，中西交通仍未断绝，也就是

说，纵然在群雄割据的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

路仍然发挥着宗教交流的功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域、河陇僧侣入贡中原

的同时，也有一些中土僧人西行求法。 文献记载的

就有道圆、行勤、辞澣等僧人。 中原史家对一些中土

僧人西行的记录就较为详细：
　 　 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

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 道圆晋天福

中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

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 太祖召问

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 四年，僧行勤等

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

之。 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
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

谕其国令人引导之。 开宝后，天竺僧持梵夹来

献者不绝。

道圆在西域及印度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行勤则组织了一百五十多人的使团西行求佛，行踪

所及今天河西走廊、南疆等地区，甚至到达大食国，
即喀喇汗王朝境内。

西来僧侣由丝路进入中原的方式有二：一是多

以搭“顺风车”的形式随朝贡使团一道而来，如景德

元年，甘州回鹘夜落纥遣进奉大使、宣教大师宝藏等

一百二十九人入贡北宋。二是僧人独立成团前赴

中原。 如淳化二年（９９１），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

玉、舍利来献。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僧法吉祥等五人来

献。虽然文献中只提及某僧人前来朝贡，但笔者以

为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两个僧人只身而来，因为必

须考虑到陆上丝绸之路的艰辛、自然环境的艰苦、朝
贡品以及回赐品的运输、路途的危险、偶患病痛等客

观因素，单靠一两个人恐怕难以完成长途跋涉的丝

路旅程，因此多数情况下丝路僧侣多是结伙而行。

二、僧侣活动的基本内容

第一，商业贸易。 通过入贡谋取商业利益是西

来僧侣进入中原的主要目的。 僧侣的贡品主要有马

匹、琉璃器、胡锦、水晶器、玉石、琥珀、阿魏子、佛牙、
舍利、梵夹、菩提印叶、念珠等，多为世俗用物和宗教

用品。 其中一些贡品为西域、河陇地区所产，如马

匹、良玉、毛织品之属，但也有异域流入的贡物，如琉

璃为中亚所产，琥珀产于欧洲及东南亚地区，具有外

来商品的特性。 文献中甚至有于阗僧人进贡舞象的

记录。 一般来讲，大象应为东南亚等热带地区的

动物，林邑、真腊等曾向唐朝进献过大象，但从西域

和中亚地区献象的情况极为少见，公元 ７４６ 年，呼罗

珊或河中地区某座城市曾向唐朝献象。僧侣们用

这些物品换取宋朝的金银器和丝绸缯帛，以博取厚

利，尤其是中原地区的丝绸制品颇受欢迎，如《马卫

集论中国》一书中讲道：“摩尼教徒 Ｂｉｈāｆａｒｉｏｌｈ 曾从

中国带回一件绿衫，它折叠起来后，几乎可以捏在一

只手的手心里。”事实上，宋朝也十分清楚西来僧

侣入贡谋利的目的，甚至出现过与僧侣们“讨价还

价”的现象：“罗撒温等以献物赐直少不受，及请所

献独峰槖驼。 诏以远人特别赐钱五千贯，以槖驼还

之，而与其已赐之直。 其后数以方物来献。”一些

僧侣进贡的物品数量十分庞大，如“太平兴国五年

五月，中天竺国僧啰护啰来献香药七千斤，贝多叶梵

经一轴”。 又大中祥符三年（１０１０），龟兹僧人智

圆“贡琥珀四十五斤， 石四十六斤”。 面对这种

情况，宋朝不得不在秦州等地设卡检查，限制僧侣进

入中原， “诏秦州， 今后蕃僧进贡止绝， 不得发

遣”。 可见一些僧侣贸易谋利的目的十分明显。
僧侣经商谋利，并非宋代独有的现象，如在唐、

五代的小说随笔中就屡见长安僧人将“宝物”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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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胡人的故事，所售货物有“宝骨” “青泥珠” “水
珠”等。北宋社会存在着较普遍的“趋利”思想，普
通民众对“金钱” “利益”的追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程度。对宋人逐利这一现象最经典的评价莫过于

北宋权臣蔡襄的名言：“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

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在

此影响下，寺观僧人从商重利的风气甚浓，寺院兼做

商业场所，大有超迈前朝之势。 宋人庄绰在《鸡肋

编》中记载：“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
皆致富。 又例有家室，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

行定，既薙（剃）乃成礼。”僧侣们入世经商的动力

超越了佛教的清规戒律，甚至影响宋朝士人们对僧

人以及佛教的态度。 僧尼还通过贩卖日常用品、占
卜医药，甚至走私货物等手段聚集财富，其中不乏因

商而富的僧侣。当然，北宋政府出卖度牒，变相谋

利的做法更是助长了僧侣从商的行为。 谢和耐先生

就曾指出：如同在唐代一样，为了满足一时之需要而

提供资金，（宋朝）统治阶级决定发放度牒。 当时还

向出家人出售尊号，尤其是出售“紫衣”的尊号，不
少西来僧侣就获得了宋朝所赐的“紫衣”尊号。虽

然我们还不能断言宋代浓重的商业氛围、普遍的逐

利心态与丝路僧侣入贡中原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

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丝路僧侣竞相前赴宋

朝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宗教交往。 西来僧侣通过陆上丝路前赴

中原也有宗教交往的目的，如一些僧侣前来乞赐佛

经，景德四年，沙州僧正会请诣阙，以延禄表乞赐金

字经一藏。宋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回鹘入贡，求买金

字《大般若经》，以墨本赐之。还有一些僧侣向宋

朝提出赐予他们修缮佛寺所需的资金及建筑技术，
如景德元年，沙州政权派遣僧人惠藏，向宋朝提出修

建佛寺需要金箔十万，并请宋朝派遣铸钟等工匠前

去帮助指导。此类僧侣所进献的物品也多为宗教

器物，如佛牙、念珠、梵夹、佛骨、铜像等，更有僧侣进

贡舍利。这些僧侣的交往内容大致继承了前代丝

路宗教交流的传统，如唐人就对舍利这类宗教圣物

表现出惊人的热情，甚至能在集市上卖到大价钱。

后唐天成年间，“有僧于西国取经回，得一佛牙，舍
利十粒，行以呈上”。 当然，众僧中不乏一些真正

醉心佛法、潜心佛学的僧侣，如“大中祥符初，有西

域僧觉称来，馆于传法院，其僧通四十余本经论，年
始四十余岁”。 又“开宝七年，知鄜州王龟从表上

中天竺摹伽陀国僧法天、河中府梵学僧法进所译

《圣无量寿》 《尊胜》二经、《七佛赞》。 诏法天等赴

阙，召见”。
中原僧人西行求法，西域僧人东来传道布法，东

西宗教互促交流是中国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传统。
刘迎胜先生认为唐代龟兹大云寺系因长安大云寺而

建，故龟兹大云寺寺主秀行很有可能原来是长安怀

远坊大云经寺的那个“七宝台”中的僧人，庄严寺等

寺观亦源于长安。甚至有不少流寓长安的西域僧

人，如名僧慧琳，亦姓裴氏，为西域疏勒国人，元和十

五年（８２０）卒于长安西明寺。１０—１３ 世纪亦有不

少驻足中原的西域僧人，《鸡肋编》卷上载：“汝阴颍

上县，与寿春六安为邻，夹淮为二镇，号东西正阳。
其西属颍镇，城之中有砖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

利，其石刻载其与僧伽俱来，终于正阳。”北宋时期

的颍上县属京西北路，寿春和六安属淮南西路，二者

隔淮河为邻。 西域僧人圆寂东土，未归故里，其足迹

已及首都东京以外的区域了。
第三，政治活动。 西来僧侣进行朝贡贸易不单

是纯粹意义的宗教或贸易活动，同时带有一定的政

治性，或者说他们也充当了外交使臣的角色。 西来

僧侣朝贡需要官方的许可，进入中原必须遵循中原

王朝的外交礼节，甚至住宿场所都有严格的礼仪之

规，“其大辽使人，在都亭驿，夏国在都亭西驿，高丽

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 诸番

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在与北宋交往的过程中，
西来僧侣还特别会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尤其强

调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甥舅之谊”：
　 　 广顺二年十月，沙州僧兴赍表辞回鹘阻隔，
回鹘世以中国主为舅，朝廷亦甥呼之。 沙州陷

吐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后唐同光中长史曹义

金者遣使朝贡。 灵武韩沫保推之，乃授沙州刺

史，充归义军节度使。 其后久无贡奉，至是遣僧

辞其事。

单从字面上判断，上述文献讲的是因回鹘阻隔

而沙州停止贡奉，故派遣僧人兴赍向宋朝通报此事，
但其背后并非单纯的宗教事务，而是要恢复宋朝与

沙州之间的联系，僧人兴赍行使的无疑是一项“外
交任务”。 西来僧侣还通过一些佛事活动来拉近与

北宋高层的关系，如于阗国僧人就曾为神宗皇帝饭

僧追福。 甚至有一些西域胡僧借助佛法乞降甘

霖，以减旱情，如“神宗时旱，一西僧咒水金明池，云
７１１

１０—１３ 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僧侣往来与中西文化交流



气蔽水如墨。 僧云：‘罗义神灾劫重，战退天神，不
令下雨。 但可于某日内，东门降雨数点而已。’果如

其言”。
此外，一些西来僧侣借入贡中原的机会游历名

山大川，如回鹘僧哈尚就曾请求前去五台山瞻礼观

光，又如“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满多三藏来

游峨嵋山，却归西国”。 印度僧人迦啰吃哆乞宣取

在游历名山大川后，还创作了《名山百花图》献给宋

朝。当然，宋朝政府也十分注重对西来僧侣游历信

息的收集，判鸿胪寺宋郊曾言：“请自今外夷朝贡，
并令询问国邑、风俗、道途远近，及图画衣冠、人物两

本，一进内，一送史馆，委修撰官依传题记。”一些

西域僧人甚至成为大宋皇帝关注的对象，例如宋太

宗谓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

陁国来，表述本国有金刚坐，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

坐，求立碑坐侧。 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

夷人之语，朕甚不喜。”

上述三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显现出两个明

显特点：一是丝路僧侣既有贸易牟利的目的，也有与

宗教相关的活动，还有一些僧侣参与政治活动，承担

着外交使臣的重任，极具复杂性。 二是就文献记载

所及，丝路僧侣在商业贸易方面的目的和诉求具有

一定的普遍性，而政治活动的情况就需要审慎辨别，
不排除一些鱼龙混杂的僧侣借助政治的幌子来达到

逐利的目的，宗教交往则大致介于二者之间。

三、僧侣对陆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在唐末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的背景

下，僧侣们并未停歇在丝路上的来往交流，成为维系

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一支重要力量，其贡献突出

表现于三点。
１．保持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

唐末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趋势已是

不争的事实，但也必须承认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

并未达到阻滞不通的地步，只是其形式和内涵较前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这一时

期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的作用，本文

所述僧侣的系列活动业已成为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

绸之路畅通的一个重要表征。 僧侣们的行程路线也

成为考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走向的重要观察点，如
《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就记述了婆罗门僧人的

入华路线：“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

同至京师。 永世自云：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
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文中的大食国为喀

喇汗王朝，西州即为今天的吐鲁番，夏州即为今陕西

靖边县境内的统万城。 婆罗门僧人进入中原的路线

较为明确，即从今新疆西部到东天山地区，然后沿河

西走廊进入河套地区抵达夏州，由夏州南下进入中

原，这也反映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有所

变化，灵州路的兴起是较为显著的变化，鄂尔多斯台

地边缘的夏州和宥州在维系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这一时期秦州路也并未

因吐蕃的影响而完全阻断。秦州也是僧侣入贡中

原的一个重要经行地点，天圣三年（１０２５）宋朝就曾

下诏秦州限制西来僧侣进贡中原。 总之，在这些

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均有丝路僧侣的踪影。
２．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交流传播

虽然五代及宋代陆上丝绸之路僧侣有着贸易谋

利、游历观光等目的，但宗教交流是其中重要的内

容，并且表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以佛教交流为主。 上文梳理出五代、北宋

时期有南亚、中亚、西域、河西及河湟以及中原地区

的僧侣往来于丝路古道之上，他们购买佛教经典、翻
译佛经、修建佛寺、交流佛法，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

期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即便是以贸易谋利为主

要目的的西来僧人，在客观上也充当了宗教交流者

的角色。 当然，往来于陆上丝路的不仅有佛教信徒，
还有景教、摩尼教、婆罗门教等宗教信徒，但佛教僧

侣占据着主体地位。
二是宗教交流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 唐末以

来，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回
鹘、党项、契丹、吐蕃、鞑靼等多股政治势力交替其

间，居民组成较为复杂，但佛教仍是这一地区的主要

宗教。

三是在佛教僧侣群体中，以回鹘僧人为主，这是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宗教交流的一个突出特

点。 文献所载有龟兹回鹘、沙州回鹘、秦州回鹘、甘
州回鹘、西州回鹘等回鹘僧人往来于丝绸之路。 这

一时期回鹘所居的西域及河西地区佛教盛行，如高

昌就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 北宋初年王延德出使

西域的见闻，宋人关于回鹘笃信佛教的记述，以
及敦煌石窟中回鹘信息的大量发现，均反映出宋

代河西一带回鹘佛教的广泛传播以及沙州在佛教界

的中心地位，甚至回鹘及回鹘僧人的体质特征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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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宋史家的记录视野：“（太平兴国）九年，扬子县

民妻生男，毛被体半寸余，面长、顶高、乌肩、眉毛粗

密，近发际有毛两道，软长眉，紫唇、红耳、厚鼻，大类

西域僧。 至三岁，画图以献。”《东京梦华录》卷六

又载：“回纥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散披其服。
于阗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
骆驼，毡兜铜铎入贡。”《松漠纪闻》亦载：“（回鹘）
其人卷发深目，眉俢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无

独有偶，笔者也曾经注意到，在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

出土了深目高鼻的泥俑，初步推测为回鹘僧人的形

象。这些信息足以看出回鹘僧人在内地有着较为

广泛的影响。 由于回鹘与西夏交往较多，在西夏政

府机构中专设“回夷务”，应为管理河西走廊回鹘地

区民族或宗教事务的机构。

宋代以降，陆上丝绸之路实际上进入了以回鹘

商旅为主导的“回鹘时代”。 上述回鹘僧人在陆

上丝绸之路上的频繁活动亦可作为重要的佐证，更
凸显了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呈现出“回鹘时

代”这一鲜明主题。
３．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

在考察中华文明的形成机制和背景时，学界有

一种共识就是中华文明是在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

境中孕育成长起来的，而丝绸之路是外来文明进入

中国的唯一陆上通道，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上

的僧侣往来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北宋时期朝廷未

能恢复唐王朝在西北地区的版图，这种地缘关系阻

滞了宋人对西北乃至域外地理的认识，最能说明问

题的是元丰六年（１０８３）宋神宗与于阗贡使的一段

对话：
　 　 上问曰：“离本国几何时？”曰：“四年。”“在

道几何时？”曰：“二年。” “经涉何国？”曰：“道

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又问：“留

董毡几何时？”曰：“一年。”问：“达靼有无头领、
部落？” 曰： “以乏草、粟，故经由其地皆散居

也。”

这段史料记述了宋神宗向于阗贡使问询入贡中

原的路况和见闻。 无独有偶，前引文献中亦有宋太

祖向中土僧人道圆问询西行风俗地理的信息。 这些

情况一方面表现出中原皇帝对来朝僧侣的体恤与关

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即便是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也
竟然对陆上丝路通道的地理民俗状况颇显陌生，甚
至表现出对西域及域外地理的猎奇心理，因此史家

才记录了如上生动的对话。 往来于陆上丝绸之路上

的贡使、商人、僧侣成为宋朝了解域外地理及文化状

况的重要渠道，他们带来的不仅有异域的商品与物

产，也有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信息。 １０—１３ 世纪陆

上丝绸之路纵然处于低潮与衰落时期，但西来僧侣

的宗教交流并未断绝，尤其在“甥舅之谊”的政治背

景下，西来僧侣入贡中原，密切了中原政权与西域等

地区的政治交往。 除了沙门僧侣外，景教、摩尼教、
婆罗门教等宗教徒顺随而来，共生共存，相互影响，
带来异域他乡的文化因子，交融于中华文化，由此说

明了中华文化可以是一个异质宗教的大熔炉，并形

成不会轻易消失的宗教共处传统。这一传统正是

陆上丝绸之路包容开放精神在宗教领域的体现。 宋

代史籍中多以“胡僧”“西僧”“西域胡僧”来称呼这

一时期行走于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僧侣，可见与“胡
商”“胡贾”一样，“西域胡僧”业已成为维系中西文

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与奔走于陆上丝绸之

路的其他群体一起，共同见证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

交融。

注释

①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所编：《全宋笔记》第一编至第十编，大象

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 ②有关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代

表性的成果有：［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

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杨蕤：《回鹘时代：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

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付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

回鹘王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日］藤枝晃：《李继迁的

兴起与东西交通》，辛德勇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

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

路》，《西北民族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李华瑞：《略论宋夏时期的中

西陆路交通》，《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等。 ③汤用彤：《隋唐佛

教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９５ 页。 ④杨蕤：《回鹘时代：
１０—１３ 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５２—５４、８９—９０、２８１ 页。 ⑤⑨关于宋代龟兹回鹘和西州回鹘

所指，学界尚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龟兹回鹘就是西州回鹘，如
钱伯泉：《龟兹回鹘国始末》，《新疆社会科学》 １９８７ 年第 ２ 期；田卫

疆：《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西域研究》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⑥《宋会要辑稿》 载：“（太平兴国） 九年五月，西州回鹘与波

（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

局，１９５７ 年，第 ７７１４ 页。 ⑦王媛媛：《五代宋初西州回鹘“波斯外道”
辨释》，《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⑧陈玮：《公元 ７—１４ 世纪景

教在宁夏区域发展史研究》，《敦煌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⑩严耀中：
《唐代的婆罗门僧和婆罗门教》，《史林》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天竺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４１０３、
１４１０３—１４１０４、１４１０６、１４１０５ 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

一《天竺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６２３６ 页。 脱脱等：《宋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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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〇《于阗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４１０６、１４１０８ 页。 《续资

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三“太平兴国七年六月丙子”载：“江南始用兵之

岁，有中天竺摩伽陁国僧法天者至鄜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５２２ 页。 顾吉辰先生梳理了史籍所载回鹘、
龟兹、瓜沙二州、于阗、高昌、吐蕃等地区的僧侣二十余名。 参见顾吉

辰：《北宋蕃僧考实》，《史学集刊》 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童玮先生遗作

《北宋佛教史年表》中以编年形式将周边及域外僧侣活动的记录进

行列举，但未对僧侣的来源路线进行说明，不少僧侣是从海路进入中

原。 参见童玮：《北宋佛教史年表（９６０—１１２７）》，《佛学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６ 期。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７ 年，第 ７７６８、 ７７２１、 ７７１５、 ７７６７、 ７７５８、 ７７２０、 ７８５１、
７７６８、７７６８、７８９１、７７２２、７８５２、７７１７—７７１８ 页。 脱脱等：《宋史》
卷四九〇《回鹘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４１１５、１４１１７ 页。 杨

蕤：《略论西夏的西缘疆界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史籍对道圆西行的时间记述略有不同，有 １８ 年和 ２０ 余年之

说。 《宋史》记载道圆“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共为 １８ 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十一月戊午”载：“先是，沙门道圆

出游西域二十余年，于是，与于阗朝贡使者俱还，献贝叶经及舍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６１ 页。 《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十一月癸卯”载：“先是，僧行勤游西域，上
因赐大食国王书以招怀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１３ 页。 《宋史·于阗传》载：“（于阗）国僧吉祥以其

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脱脱等：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４１０７ 页。 
［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第 ８２、５８４ 页。 马卫集：《马卫集论中国》，胡锦州、田卫疆

译，周锡娟校，《中亚研究资料》 １９８５ 年增刊。 ［日］石田干之助：
《长安之春》，钱婉约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３３—１４２ 页。
杨蕤：《北宋时期经济思想的转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７ 年

第 ２ 期。 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一〇八，蔡襄《福州五戒》，《四
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书店，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３ 页。 庄绰：《鸡肋

编》卷中，《全宋笔记》第四编第七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６４ 页。
薛志清：《论宋代僧尼的经商活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０ 年

第 ３ 期。 ［法］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耿昇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８１ 页。 《宋史·贾昌朝传》载：“西域

僧献佛骨、铜像，昌朝请加赐遣还，毋以所献示中外。”脱脱等：《宋
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９６１４ 页。 孙光宪：《北梦琐

言》卷十九，《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９７
页。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５６７ 页。 刘迎胜：《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５ 页。 庄绰：《鸡肋编》卷上，《全宋

笔记》第四编第七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０ 页。 孟元老

等：《东京梦华录》，中国商业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７、３６—３７ 页。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３９１９—３９２０ 页。 孙升：《孙公谈圃》卷中，《全宋笔记》第二

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５５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癸酉”载：“礼宾院言回纥僧哈尚贡奉

赴阙，乞赴五台山瞻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６４３ 页。 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六，《全宋笔记》第一编

第五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６ 页。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

三七载：“西天大天（竺）国僧迦啰吃哆乞宣取所游历诸处画《名山百

花图》及御马等，诏令于内东门司投进。”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
华书局，１９５７ 年，第 ７８５８ 页。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二，《全宋笔

记》第一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９７ 页。 杨蕤、王润虎：
《略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宁夏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王延德：《西州使程记》，杨建新编：《古西行纪》，宁夏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１６０ 页。 洪皓：《松漠纪闻》，《全宋笔

记》第三编第七册，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８、１１７ 页。 刘玉权：
《关于沙洲回鹘洞窟的划分》，《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

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２９ 页；杨富学、牛汝极：
《安西榆林窟 ２５ 窟前室东壁回鹘文题记译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

究》三，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１１８ 页。 脱脱等：《宋史》卷六

十二《五行》下，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１３６６ 页。 杨蕤：《浅析西夏

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４９ 页。 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元丰六年五月丙子”，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第 ８０６１ 页。 严耀中：《来华的“夷教”与婆罗门教》，《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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